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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受眾的傳媒功能認知分為兩個層面，即傳媒的規範性社

會功能與實際表現。在因子分析中，我們更是發現中國受眾的傳媒功

能認知存在三個面向：可以劃歸與官方話語比較認同的之「大眾喉舌」

與「權力監督」面向，以及於此相對的「負面認知」面向。研究資料來自

廣州的1,000個概率樣本，分析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的受眾中的這三類

人群無論在人口統計因素，還是傳媒使用以及信息處理策略方面都存

在明顯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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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y separates audience perceived media functions into two 

conceptually distinct and yet empirically closely connected dimensions: 

normative/expected roles and actual performance. Using data from a random 

sample survey of 1,000 Guangzhou residents, we tested individuals' media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ies.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rceptions of media functions: “tongue of the 

mass,” “monitor of the power,” and “negative perceptions.” The three frames of 

reference exhibit very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s of 

influence on information use an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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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媒功能作為一個理論概念，在傳播學研究中被學者賦予的定義

通常帶有比較明顯的規範性（normative definition），即傳媒應該起到的

社會作用，例如提供全面完整的信息、監督權勢、維護弱勢群體權

益、推動社區經濟發展等。而在普通受眾眼中，傳媒的實際表現卻極

有可能與傳媒的規範性功能相去甚遠，差異的大小與具體內容是和傳

媒組織所處的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場景、傳媒內容以及評判者的

價值觀分不開的。

就其理論位置而言，傳媒功能認知（perception of media functions）

概念具有「承上啟下」的特點，既受制於宏觀社會因素又進而影響微觀

個人看法（Bandura, 2001; Geiger & Newhagen, 1993）。按照使用與滿足

理論（Blumler & Katz, 1974）的說法，一個人如何看待某個傳媒直接決

定着這個人是否會選擇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該傳媒，間接決定着傳媒是

否產生效果。可以說，傳媒功能認知是闡釋傳媒效果的一個重要中間

環節。遺憾的是，享有如此地位的一個概念在傳統政治傳播研究中並

未獲得足夠的重視，相關文獻寥寥無幾，實證研究更是屈指可數。

傳媒功能認知的一個層面是人們對於傳媒是甚麼、應該做甚麼的期

許，基本等同於傳媒的規範性社會功能，另一個層面是受眾對傳媒實際

表現的評價，在研究中有時與傳媒形象相提並論（Kosicki & McLeod, 

1990），兩個層面之間的距離或者說鴻溝是本研究要着重探討的核心概

念。我們提出的問題牽涉到幾個相互關聯的方面：一、這個距離是否存

在？距離的性質、方向與強度如何？二、導致此鴻溝的社會與個人動因

是甚麼？三、受眾的傳媒使用行為會給作為受眾的傳媒功能認知帶來甚

麼樣的影響？ 本研究屬於一個大研究的一部分，在本文中我們將集中

探討受眾個人因素與傳媒使用與傳媒功能認知的關係，以及第三個問

題：受眾使用行為對傳媒功能認知有何影響。

本研究將概念化過程的理論闡釋放置於中國傳媒改革的大環境

中，並採用實證方法回答以上問題。我們以一個中國大陸發達城市的

受眾為研究對象，系統地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希望研究結果的理論

價值與社會意義可以填補現有文獻中的部分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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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探討

概念化定義：信息體系、受眾信息處理策略、傳媒使用與
傳媒功能認知

毫無疑問，大眾傳媒是社會組織，是專業機構，因此它具有組織

社會學對專業機構定義的基本屬性。無論身處甚麼樣的政治文化體

系，大眾傳媒在社會整體權力架構中均佔有一席不可替代的地位，與

其他組織機構相互依賴（Ball-Rokeach & DeFleur, 1976），在各取其利的

前提下進入相對穩定的共生狀態（symbiosis）。按照權力—資源理論模

式（Turow, 1997）的解釋，傳媒的日常運作由於受到來自社會其他子系

統的壓力而不得不在生產和內容上屈從於從政治制度到個人社會化過

程等多層次因素的影響。正因為如此，傳媒機構內部象徵資源和物質

資源的配置都與各類其他機構存在着某種默契，架構上如出一轍

（Berkowitz, 1997）。

從另一個理論視角來看，涵化研究中「信息體系」（message system）

概念強調的雖然是主流意識形態霸權，但是表現為傳媒內容的同質化

及其與外部社會機構的默契（Gerbner, Morgan, & Signorelli, 1980），這

一點和權力—資源的說法大同小異，二者均關注信息源的結構配置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以及這種配置如何通過傳媒內容與受眾效果

（如恐懼感的傳布）達到當權者社會控制的最終目的。如果說同一社會

制度下不同的傳媒或同一傳媒中不同的內容在深層話語中具有甚麼共

性的話，那麼今天中國大陸的傳媒表現可謂最佳例證，因為官方修辭

中偶爾會出現的「多元話語」發生且只能發生在極為有限的話語空間

內，「擦邊球」或任何其他顯性及隱性的越軌須首先經過正當化修辭手

法的「粉飾」才有可能進入公眾文本。

在Barthes（1972）眼中，傳媒以及一切其他形式的公眾文本一個重

要的存在價值（確切說是利用價值）就是它們很容易受權勢操控，被用

來把利益集團建構的服務於自己小圈子利益的話語、符號及意義修辭

包裝後表述為天經地義的、大家的、本來如此的「常識」或「迷思」

（myth）。與此同時，符號系統的搭建與擴散一般情況下只在潛意識層

面發生作用，從架構上很像魔彈效果論中所謂「皮下注射」的影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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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按照這個邏輯，傳媒產生勸服效果是因為人們無法反抗自己感知

不到的信息。

然而即使是在專制制度下，傳媒也並不只是簡單地起到一個傳聲

筒的作用，其複雜性往往表現為內容的多重性以及記者編輯在文本中

精心植入的另類話語。一方面，新聞事件的框架（frame）在特定情況下

可以被當事人或記者置入反框架（counter-frame），即與官方建構不同甚

至相反同時又具有「合法性」的說法（Shoemaker & Reese, 1991; Strodthoff, 

Hawkins & Schoenfeld, 1985）。另一方面，反框架的建構過程無論多麼

微妙，編碼者也還是需要那些含有嘲諷、影射、揭露乃至批判的隱性

內容能夠被（那怕只是精明的）解碼者察覺到，這就自然而然地牽涉到

誰在解讀，如何解讀的問題。

在使用與滿足理論（Blumler & Katz, 1974）看來，個人如何看待某

個傳媒直接決定其是否會選擇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該傳媒，間接決定着

傳媒是否產生效果。然而，身處信息解碼端的受眾，似乎每個人都有

自己對世界「獨特」的看法，他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推斷與概率估

測，對傳媒的分門別類和習慣性使用是長時間積累而成的，是傳媒社

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共性在政治傳播領域有大量生

動的研究例證（Eveland, 2001, 2002; Eveland, Shah, & Kwak, 2003; 

Kosicki & McLeod, 1990; McLeod & Eveland, 1995）。基本而言，信息

處理的意義在於幫助人們處理數量龐大的信息（Markus & Zajonc, 

1985）。按照該領域研究的觀點，每個人都會自動採用對自己行之有效

的方法對大量不同的新聞源進行篩選和甄別（Fredin, Kosicki & Becker, 

1996; McLeod, Kosicki, & Pan, 1991）。那些具有普遍性，即不同的人使

用頻率都比較高的方法被統稱為信息處理策略（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ies）。在某種程度上，信息處理策略既可以被視為外在信息量過

大而產生的直接結果，也可以理解為內在認知逐步適應外部信息環境

的間接結果（Kosicki & McLeod, 1990; Blumler & Katz, 1974）。然而傳

播學實證研究感興趣的不是所有的人共同做甚麼，而是不同人在同一

概念上的差異。比如，他們為何會選擇不同傳媒？同樣的新聞為甚麼

會產生不同的解讀？解讀方式是否可以用來作為系統區別受眾的標

準？不同的文本解讀在認知層面會帶來甚麼進一步的效果？人們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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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角色與功能的認知又會在其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過往的研究

發現，人們對傳媒顯性或隱性功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們的

傳媒使用方式，可以同時扮演多重仲介角色，聯繫微觀的認知行為和

宏觀的社會環境（參見Bandura, 2001; Rubin, 2009）。

如前所述，傳媒功能作為一個理論概念，在傳播學研究中常常帶

有明顯的規範性色彩，即傳媒應該起到的社會作用（參見McQuail, 

1992），普通受眾看到的卻是傳媒的實際表現。傳媒的實際表現與規範

性功能這兩者之間就極有可能存在着不相符之處，其差異的大小與具

體內容是和傳媒組織所處的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場景、傳媒內容

以及評判者的價值觀分不開的。這兩者間的「名不符實」，抑或「名符其

實」，就是對傳媒功能認知概念的直接或通俗的理解。

因此，傳媒功能認知（perception of media functions）一方面受制於

宏觀社會因素，另一方面又影響微觀個人看法（Bandura, 2001; Geiger 

& Newhagen, 1993）。其概念大致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人們

對於傳媒是甚麼、應該做甚麼的期許，基本等同於傳媒的規範性社會

功能，其二是受眾對傳媒實際表現的評價，在研究中有時會等同於傳

媒形象來討論（Kosicki & McLeod, 1990），兩個層面之間的距離或者說

鴻溝是本研究要着重探討的核心問題。

在中國具體的社會、政治、文化體制下對上述問題的研究更是具

有獨特的意義，因為在中國大陸，大眾傳媒無一例外都是工具，是黨

和政府的「喉舌」，傳媒間宣傳口徑與報導手法上的區別是程度上的，

而非種類上的，所以官方對傳媒公共功能的界定自然向當權者而不是

平民百姓傾斜。話語權在傳媒上嚴重的分配不均使得中國大陸受眾普

遍養成了對傳媒內容持一種近乎是「默認值」的懷疑態度，他們看新聞

時早已習慣了尋找弦外之音，這在西方是不多見的。在中國大陸受眾

眼中，傳媒應該做的與其實際做的之間的差異能夠相當準確地反映出

傳媒形象、傳媒表現以及傳媒功能的整體公眾評價，亦可凸顯研究這

對差異的理論及社會意義，故此，在回答上面提出的研究問題時，我

們以中國傳媒改革大環境為背景，從傳媒產業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來

看受眾對傳媒功能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傳媒使用行為是如何影響受眾的

傳媒特定功能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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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媒改革與傳媒功能變化

有關中國傳媒改革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主要包括發展趨勢（如

Guo, 2001; Zhao, 1998, 2001, 2008）和專業運作（如陸曄、潘忠黨，

2002；潘忠黨，1998；Chan, Lee, & Pan, 2006; Zhu & He, 2002）等等。

總括看來，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是市場機制與政治控制之間的矛盾，例

如研究某些傳媒對於建制話語的「越軌」（如李小勤，2007；郭中實、周

葆華、陸曄，2006；He, 2000）。大家常常看到中國的傳媒似乎樂此不

疲地冒着極大的風險游走於正當化與非正當化的邊緣，其中的原因又

是甚麼呢？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理論解釋是，傳媒天生具有自由主義的

傾向（如 Chu, 1994），並藉此來拓展卑小局促的「鳥籠裏的新聞自由」

（陳韜文、陳懷林，1998）。

中國傳媒改革近三十年的進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的完全不獨立

到傳媒財政自主的一個逐漸鬆綁過程 （如何舟，1998；潘忠黨，1998；

He, 2000；Zhao, 1998, 2000, 2008）。自負盈虧使得傳媒獲得了一定程

度的「自由」。然而經濟的相對自立絕不等同於意識形態控制的鬆動。

卡在政治經濟角力之間的大眾傳媒只能想盡辦法取悅受眾，這也是市

場邏輯下的必然選擇（Guo, 2001）。大眾傳媒宛若置身於一場拔河比賽

被拉拽着進行了結構的重組（潘忠黨、陳韜文，2004），傳媒話語勸服

方式從過去的硬說教（恐懼訴求）逐漸轉變為物質主義的軟性誘惑（快樂

訴求）。這種轉變在傳媒業界展示出示範效應，因為其中的成功者在發

行量或收視（聽）率方面都大有斬獲，所以即使是那些最嚴肅的黨委機

關報和廣播電視頻道也競相效仿。今天，諸如「輿論導向」、「人民喉

舌」、以及「市場定位」等政治經濟界限模糊的語彙已經成為傳媒流行話

語。

不僅如此，傳媒功能也伴隨着傳媒新形象的建立而發生着變化。

它們利用當權者賦予的有限的監督權力來服務大眾，甚至為社會的弱

勢群體代言，無論在地方或全國性傳媒中都可以找到這種已經常規化

了的新聞叙事手法。政治和市場議程的雜糅，也決定了傳媒宣傳的基

調，形成了所謂「最適合的雙向傳話代理」（Yu, 2009: 20），一方面，傳

媒可以且必須站在國家的立場發言，另一方面，傳媒又可以「變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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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監督、揭露腐敗、為民請願等姿態成為權勢的批判者。傳媒內容

的軟性銷售路綫加強了傳媒對異議的免疫力，較之過了時的老調更能

對抗來自極左或極右的挑戰。大眾傳媒一僕二主同時服務於消費主義

與建制。新聞機構在這種畸形的再生過程中對黨國有了新的「宣誓效

忠」。表面看來，傳媒內容中政治經濟新的平衡儼然成型。

操作化定義：中國受眾分裂的傳媒功能認知

大陸新聞改革帶來的種種變化為受眾製造了更多解讀傳媒信息的

途徑，同時也為傳播學者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研究假設。受眾的解讀是

否與內容製造者意圖指引的方向一致，與他們的傳媒功能認知密切相

關。有人採用常規標準來評價傳媒機構及信息，如，信息是否充分

（informativeness），報導是否準確（accuracy）、可信度（believability）和

信任度（trust）如何等等；而有人則根據其自身政治社會化的經歷、傳

媒使用經驗和社會知識對媒體表現進行評價（Rubin, 2009），基本上遵

循的是一個從場域到內容的過程（context-to-content）。

官方和大眾傳媒（二者尚無法被視為各自獨立的實體）當然希望受

眾能與他們的宣傳產生更多的共鳴，甚至內化其中的核心價值觀，但

在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氣氛下，當權者期盼的反饋很難實現，充其量

也只能完成局部。大致來看，受眾對傳媒「服務廣大人民群眾」（官方

修辭）和「監督權力」（傳媒機構或專業修辭）的認同可以被稱之為主流
認知，而與其相反的認知（替代認知）則集中表現為受眾對探究新聞背

後隱藏的利益和議程的關注（Guo & Li, 2011）。受眾對傳媒的這兩種近

乎對立的認知（權力槓桿的兩極）很可能帶來對同一則新聞的兩極化的

解讀。例如，一篇有關食品價格上漲的新聞報導有可能觸動老百姓對

傳媒的公眾服務功能的認知。然而，同樣一則故事也有可能被解讀成

政府失職，傳媒包庇官員，隱藏信息，等等；第二種解讀就是替代認

知，它驅使受眾竭力去發現新聞背後隱藏的利益和議程，進一步合理

化他們對傳媒的負面評價。

當然僅僅以「主流認知」和「替代認知」將受眾解讀區分成兩大類難

免有些粗糙，尤其是考慮到目前中國傳媒產業巨大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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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受眾對傳媒功能認知的看作一個多面向

的變量，以使得它們可以涵蓋受眾對傳媒信息解讀的絕大多數可能。

毫無疑問，受眾自身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和價值信仰體系是人們傳

媒功能認知的根源（參見Zhao, 1998, 2008）。受眾中的「理論家」常常分

野成兩大陣營：一派基本認同當權者的敘事架構與意義闡釋（如，愛國

是天經地義的、和諧是當務之急等），另一派則是對這些話語持懷疑甚

至批評的態度。按照信仰，後者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左派（懷念經典的

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或對市場化的瑕疵格外敏感）和自由主義的觀點

（主張政治改革、嚮往民主體制等）。然而也有所謂「去政治化」的群

體，他們具有政治冷漠，崇尚消費主義的主要特點。以意識形態依附

程度劃分，受眾無論在對傳媒「應該做甚麼」的期望，還是對傳媒「實際

做甚麼」的評價方面，都可能產生很大的差別。

綜上，本研究認為：經濟社會背景不同的受眾，他們的傳媒社會

化過程的不同，產生了對傳媒功能的認知看法不同，從而影響了他們

對閱讀報紙和收看電視新聞不同選擇與關注。傳媒功能認知在此模型

中既是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後果，同時又是這些因素中的一個

組成部分。如前所述，轉型中的中國傳媒信息正在逐漸演變成為一個

與日益增長的市場因素相匹配的話語正當化的場域 （見陳懷林，1998; 

Chen & Lee, 1998），也就是說，大眾傳媒規範性功能的官方定義中增

加了公共利益和權力監督等新的含義 （李本乾、張國良，2002）。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傳媒權力監督與西方人對這個概念的理解相去

甚遠；在中國，傳媒揭露官員貪污腐敗，號召廉潔奉公，甚至批評政

策的報導從採訪到編寫都被局限在相當狹小的範疇內並受到嚴格的監

控。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傳媒內容的轉型（如，從硬性

到軟性的宣傳方式）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和改變了受眾的認知。具體的研

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1：在中國目前的情境下，受眾個人因素與傳媒使用行為

有何關係？

研究問題2： 受眾的傳媒功能認知在規範性社會功能層面與傳媒實

際表現的評價層面之間是否存在差距？如果存在上述差距，那麼造成

此種社會現象的個人因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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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3：受眾的傳媒使用行為，對受眾的傳媒功能認知又產生

了何種影響？

研究方法

樣本

研究資料採自廣州1,000個18歲及以上的市民的概率樣本。廣州是

中國華南地區最大的都市、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之一，以靈活的市

場經濟自豪。意識形態控制也較為寬鬆，市民可以接收香港的電視，並

且大受歡迎，從而深受香港的文化影響（Guo, Zhu, & Chen, 2001）。我

們選擇廣州作為研究的地點不僅因為當地的居民在接受的信息頻道上有

其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差異，也是因為廣州地區市民接收的香港電視等

傳媒在傳媒歸類和認知的功能上都顯著不同，從而也會引起不同的信息

處理策略，進而影響受眾的政治知識。我們委託廣州的一家專業調查機

構在2007年7月到8月間完成了計算機輔助的電話調查（CATI），一共撥

打了2,762個電話號碼，其中拒絕 /中斷的為867個，答錄機或無資格應

答者在場的為276個，其他中斷的為109通，最後完成的為1,000通。回

應率（RR3）為41.8%，合作率（COOP3）為53.6%（AAPOR, 2002）。

測量

人口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家庭月收入和教育程度。受訪者的

平均年齡是31.44歲（標準差 = 12.56；50%男性）。樣本的平均年齡比

人口普查的資料略微年輕，1 但因為樣本與普查資料的差距不到1%，

所以我們沒有對資料進行加權。月收入以５分量表進行測量，從「低於

人民幣1,000元」到「超過人民幣10,000元」（均值 = 2.90； 標準差 = 

1.07）；教育程度以7分量表進行測量，從「小學以下」到「研究生以上」

（均值 = 4.48；標準差= 1.18）。在我們的模型中，因為考慮到其對結果

變量可能產生的判別力，人口統計變量基本是作為控制變量並兼顧社

會經濟狀態的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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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使用分列了報紙和電視，我們的測量集中在新聞關注度上，

並以此取代了常用的傳媒接觸問題（比如，每周幾天看報，每天有幾個

小時看電視，等等）（參見Chaffee & Schleuder, 1986）。對報紙和電視

新聞的關注都採用5分量表從「關注度非常低」到「關注度非常高」，測

量了以下四種不同的新聞類目：1）地方新聞；2）國內新聞；3）國際新

聞；和4）娛樂新聞。前三項是按照新聞事件與接收者的距離逐漸增大

而進行的排序，這和報紙電視對新聞的常規分類也是吻合的。合在一

起，它們構成「硬新聞」。雖然嚴肅新聞能夠、也實際常常包括娛樂和

愉悅人的因素，但是大眾傳媒在試圖典型化現實（typifying reality）時通

常是將娛樂新聞納入一個特定類別（Tuchman, 1997）。Sharp（1988）在

她的研究中呼籲人們增加對娛樂新聞的理論價值的研究。娛樂新聞在

本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是它與「硬新聞」的比較價值。

我們在研究中所選取的報紙與電視兩種傳媒類型，不僅僅是沿襲

傳統的政治傳播學研究中提到的概念上二者的區別，即文字的（報紙）

與視聽的（電視）的信息，同時也是長期以來學術研究中所考慮到的兩

類傳媒對信息認知過程的不同作用，即報紙有助於公眾事務信息的認

知而電視在這方面的影響則相當弱。當我們的調查進行時，互聯網在

中國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滲透率，但是互聯網的本質特徵，即作為數

量龐大的細小「網路公眾」的集合體，與我們概念模型的關係不是非常

緊密，因此我們將互聯網排除在分析之外。

傳媒功能認知，在參考了大量政治傳播文獻和中國傳媒研究文獻

的基礎上我們設計了一組變量，來測量「傳媒功能認知」。一共包含九

個問題，包括對新聞傳媒的負面的陳述、權力的監督和對新聞傳媒的

信任等，它們都是5分Likert量表，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如

表一所示，因子分析（採用主成分斜交轉軸因子分析）產生了三個因

子。其中之一涉及傳媒的負面因素（Kosicki & McLeod, 1990）：1）「傳

媒報導中起到教育作用的內容太少」；2）「傳媒報導常常試圖引導公眾

輿論」；3）「許多社會群體被新聞傳媒忽略了」；和4）「新聞傳媒只是少

數人的喉舌」（表一）。我們將之命名為「負面認知」（α = .76）。公眾認

為傳媒沒有完成其應有的功能，即應該做與實際表現之間存在差距，

這也暗示了規範性的所謂「正確」的方向（教育大眾）和「錯誤」的方向（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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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第一個因子因此可以被視為由於傳媒沒有完成它們「應該做的」

或做了「不應該做的」而招致的反對。

第二個因子是「大眾喉舌」，以「新聞是可信的」及「大多數新聞是

替老百姓說話的」等看法為代表（α = .66）；第三個因子是「權力監督」，

囊括了新聞報導是「自由的」、「監督政策執行的」和「監督權力的」三條

問卷問題（α = .68）。這兩個因子由五個褒揚傳媒的規範標準組成，即

報導的準確性、代表性、可信度和自主性。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傳媒

強調監督權力不僅僅是追求更高尚的自身專業主義，其實也是呼應官

方廉潔政府修辭的一種文本建構。

表一 傳媒功能認知的因子分析（主成分斜交轉軸因子分析，N = 1,000）

問卷問題 負面認知 大眾喉舌 權力監督

1.傳媒報導中起到教育作用的內容太少 .798 .044 -.411

2.傳媒報導常常試圖引導公眾輿論 .755 .177 -.254

3.很多社會群體的利益沒有在媒介上反映出來 .734 .243 -.583

4.新聞傳媒只是少數人的喉舌 .722 .356 -.480

5.多數新聞報導是可信的 .261 .893 -.129

6.大多數新聞報導是替老百姓說話的 .136 .858  -.390

7.現在多數新聞報導自由度很高 .410 .336  -.802

8.大多數新聞報導監督了政策執行 .365 .158  -.786

9.大多數新聞報導行使了權力監督的角色 .618 .181  -.700

可解釋的變異量（%） 42.16 14.99 8.83

研究結果

研究問題1：在中國目前的情境下，受眾個人因素與傳媒使
用行為有何關係？

我們從受眾的人口統計因素與報紙電視新聞關注度關係開始進行

分析（見表二）。四個人口統計變量代表了受眾個人的特質和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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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以下我們分別闡述它們

對報紙和電視新聞關注度的影響。

I. 報紙新聞關注度
年齡，作為一個預測變量對報紙關注度具有最強的解釋力。年齡越

長者，他們對報紙的各類（不包括娛樂）新聞就越關注（本地新聞，r = 

.18, p < .01；國內新聞，r = .12, p < .01；國際新聞，r = .13, p < .01），

年齡與報紙娛樂新聞關注度有顯著的負相關（r = -.19, p < .01）。同時，

男性受眾比女性受眾更加關注報紙國內新聞（r = .07, p < .05）和國際新

聞（r = .22, p < .01）。2女性受眾更為關注娛樂新聞（r = -.31, p < .01）。

教育和家庭收入與報紙新聞關注度的關係稍微有些複雜。受眾的教

育程度 3愈高，則愈少關注娛樂新聞（r = -.08, p < .05），更多關注國內新

聞（r = .09, p < .05）。家庭收入和娛樂新聞關注度呈顯著負相關（r = -.09, 

p < .05），與其他新聞關注度幾乎無關。

II. 電視新聞關注度
年齡在此同樣具有較大的預測力。與報紙新聞關注度驚人的一致

的是，年齡越長者對電視的各類（不包括娛樂）新聞也越關注（本地新聞
r = .18, p < .01；國內新聞，r = .18, p < .01；國際新聞，r = .16, p < .01），

年齡同時也與電視娛樂新聞關注度有顯著的負相關（r = -.14, p < .01）。

受教育程度與電視本地新聞（r = -.12, p < .01）和娛樂新聞（r = -.15, p < .01）

的關注度都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如前所示，家庭收入只與報紙的娛樂

新聞呈顯著的負相關，同樣的負相關關係在電視的娛樂新聞部分也存

在（r = -.09, p < .05）；不過對於電視國際新聞，家庭收入則與其顯著正

相關（r = .08, p < .05）。

綜上所述，年長者、男性受眾比年輕的、女性受眾更關注（硬）新

聞，而後者更多關注娛樂新聞。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低的受訪者也更

多關注娛樂新聞，而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高的族群對娛樂新聞興趣欠

奉，他們更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更多關注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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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報紙、電視新聞關注度與人口統計變量的相關關係 （N = 1,000）

報紙新聞關注度

本地

（均值 = 3.7, 

標準差 = 1.0 ）

國內

（均值 = 3.4, 

標準差 = 1.2 ）

國際

（均值 = 2.9, 

標準差 = 1.3 ）

娛樂

（均值 =2.8, 

標準差 = 1.4 ）

年齡 .18** .12** .13** -.19**

性別 -.04 .07* .22** -.31**

教育程度 -.05 .09* .00 -.08*

家庭收入 .03 .05 .07 -.09*

電視新聞關注度

本地

（均值 = 3.7, 

標準差 = 1.2 ）

國內

（均值 = 3.5,

 標準差 = 1.1 ）

國際

（均值 = 3.0, 

標準差 = 1.3 ）

娛樂

（均值 = 2.8, 

標準差 = 1.3 ）

年齡 .18** .18** .16** -.14**

性別 .02 .05 .22** -.18**

教育程度 -.12** -.02 -.00 -.15**

家庭收入 -.02 .07 .08* -.09*

注：1. 變項的編碼方式：性別 （男= 1，女 = 0）

  2. *p < .05； **p < .01，相關係數為Pearson r值 , 雙尾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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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多階多元回歸：預測傳媒功能認知 （N = 1,000）

傳媒功能的三種認知

負面認知 大眾喉舌 權力監督

年齡 .028 .11** .049

性別 .033 .01 -.012

受教育程度 -.01 -.16*** -.18***

家庭收入 -.03 -.05 -.05

Adjusted R
2（%） 0.33 4.21*** 3.74***

報紙的關注

 本地新聞 .07 .14** .16***

 國內新聞 -.04 .13** .14**

 國際新聞 .14** .05 .07

 娛樂新聞 .01 .12** .17***

∆R
2（%） 2.20* 11.70*** 11.00***

電視的關注

  本地新聞 -.01 .10* .15**

  國內新聞 .06 .09 .13*

  國際新聞 .08 -.03 .00

  娛樂新聞 .06 .07 .06

∆R
2（%） 0.90 1.80* 3.50***

Total adjusted R
2（%） 3.43 16.71 18.24

注：1. 變項的編碼方式：性別 （男= 1，女 = 0）

  2. *p < .05； ** p < .01； ***p <.001，表格中均為標準化的回歸係數

研究問題2：受眾的傳媒功能認知在規範性社會功能層面與
傳媒實際表現的評價層面之間是否存在差距？如果存在上
述差距，那麼造成此種社會現象的個人因素何在？

在對受眾認知功能量表的處理中，因子分析得到的三種認知已經

為我們清晰地顯示出當下在中國受眾對傳媒的功能認知上確實存在着

對其規範性社會功能與傳媒實際表現的評價之間的差距。我們在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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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關鍵步驟是檢驗受眾的傳媒使用對「傳媒功能的三種認知」的影

響。在四個人口統計變量中，只有受教育程度在「大眾喉舌」和「權力

監督」這兩個因子中都具有顯著的反向預測力，年齡在「大眾喉舌」一項

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餘的人口變量都沒有顯著預測力（表三）。

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越不認同傳媒在中國扮演的是「大眾喉舌」的角色，

他們還認為傳媒沒有行使「權力監督」的職能，換句話說，他們對傳媒

的認知也就越不那麼「主流」。在中國的政治背景下，年齡已經常常作

為政治社會化的概念替代，這個變量在本研究中也存在結構上的部分

判別力，如年齡越長者越以為傳媒是為大眾服務的，由此可以看到傳

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的留存。對於問題2，我們在餘下的分析中仍

將作進一步進行闡釋。

研究問題3：受眾的傳媒使用行為，對受眾的傳媒功能認知
又產生了何種影響？

數據分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報紙新聞關注度對所有三項傳媒功

能認知都有顯著影響。不過，在不同的新聞類型上仍存在細微區別。

對國際新聞的關注度可以預測與對傳媒功能「負面認知」。本地新聞、

國內新聞和娛樂新聞則可以預測「大眾喉舌」認知，而與此同時對本地

新聞和娛樂新聞的關注也預測了對傳媒「權力監督」功能的認知。

I. 大眾喉舌 vs. 權力監督

在傳媒功能認知的三個面向上，緊緊跟隨本地新聞的受眾也是對

官方界定的傳媒角色的支持者（「大眾喉舌」，β = .18，p < .01；「權力

監督」，β = .16，p < .001），而同樣地對國內新聞的關注，也可以有效地

預測出受眾對傳媒功能的的主流認知（「大眾喉舌」，β = .13， p < .01；

「權力監督」，β  = .14， p < .01）。但對傳媒的使用與關注，則對傳媒功

能持負面認同者們則沒有明顯的預測力。這種趨向兩極化的影響指出

兩種可能性：一、在中國目前本地新聞與國內新聞的「粉絲」，同樣也

是官方界定的傳媒主流功能（「大眾喉舌」與「權力監督」）的認知者，這

些主流認知讀者視社區的公共新聞與國內新聞為報紙監督政治權力和

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首要的場域，而在負面認知者們看來則大相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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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他們恰恰不關心這類新聞，也許是他們厭倦了作為權力代言人的

傳媒，也許因為他們更看中傳媒的大眾啟蒙作用；二、我們的研究結

果說明的另一個問題是對傳媒功能的認知首先應該在人們與日常生活

最直接相關的新聞方面產生出最大的變異，因為這是人們第一手接觸

現實的地方。有趣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關注娛樂新聞對傳媒功能持

主流認知的人也大有預測力（「大眾喉舌」，β  = .12， p < .01；「權力監

督」，β  = .18, p < .001）。這樣看來，對新聞不那麼挑剔的人，他們似

乎不加挑選地對所有新聞類型都比較關注，他們更多地是以國家修辭

來看新聞，這也符合了所謂「主流」的界定。

II. 負面認知
對報紙國際新聞的關注，則可以預測出受眾對傳媒的負面認知

（β  = .14，p < .01），而對其他類型的新聞對此毫無預測力。然而可以

明顯地看出來的是，屬於這一分支的受眾在信息的接受方面視野更開

闊，對新聞內容的要求也更加嚴肅，以致他們對娛樂新聞、本地新

聞，乃至國內新聞都的興趣相對比較弱。由此可以推斷他們對傳媒在

民眾代表性方面的疏離以及對市場訴求的過分偏重都表現出反感。

結論與建議

對傳媒認知效果的研究不能脫離宏觀的社會政治背景、歷史環

境。「……政治傳播效果，因為它們對特定社會政治環境的依賴，需要

在比其他傳媒效果更廣大的空間和時間情境中來進行檢驗」（McLeod, 

Kosicki, & McLeod, 1994: 124）。本研究分析的傳媒效果發生在一個特

定而宏大的政治傳播情境中，探究的是傳媒功能認知、新聞關注和信

息處理等概念間的聯繫，這個特定的模型根植於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背

景之下。

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政治環境發生了

巨大的變化。身居其中的傳媒產業也隨之改頭換面，雖然政治和經濟

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並將長期存在下去，甚至有可能加劇（見潘忠

黨，1998；潘忠黨、陳韜文；Zhao, 1998, 2001, 2008）。需要再次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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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前提是身處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大背景下的受

眾，在具體的傳媒使用行為之前已經對傳媒的功能產生了心理上的形

象和預期，這種傳媒功能認知上承業界生態，下聯傳媒使用、政治知

識與信息處理。

社會人口統計因素

四個人口統計因素代表了個人的社會地位，它們在認知的傳媒功

能、新聞的關注等方面，表現出相當一致的顯著性。除了男人更偏愛

國際新聞，女人偏愛娛樂新聞這一點之外，另外一個顯著性的預測在

於教育程度良好的人比較疏離本地的新聞。表二顯示，年輕人較關注

娛樂新聞，受教育程度高的受眾則較關注報紙國內新聞，但較不關注

報紙與電視的娛樂新聞以及電視的本地新聞。有實證證據顯示，這些

人越來越逃離傳統的新聞而投向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另類非傳統傳媒的

懷抱 （Zhu ＆ He, 2002）。

我們在此可以暫時打斷對本研究總結的進程，來關注一個類似的

後共產主義社會裏近期的有關實證研究。Dobreva（2007）對保加利亞的

研究結果顯示，後改革時代的社會化在不同代際之間的傳媒使用等面

向產生了顯著區別。年長者，也就是那些需要適應改革前後政治生活

巨大變化的人們，留下越深的烙印。她發現，那些經歷了政治的社會

化不同階段的人們，也就是經歷了歐洲共產主義瓦解前後的人們，對

媒體功能的認知走向兩極。老一輩的人曾經親自經歷了極權主義，他

們將新的觀點和信息與他們過去已知的經驗聯繫起來，因此他們相對

於年輕一代的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人而言，是信息消費的世故者。我們

也因此預期在中國有類似的結果，希望經歷了不同時代的人們有顯著

的差異。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的急速轉型，已經使得社會的財富

分配、教育以及政治的社會化的形式都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本研究的

發現卻是稍微有些複雜。在年長者那裏，他們趨向認同傳媒扮演着「大

眾喉舌」的作用，認可了它們在市場邏輯下的「公眾優先權」的實施；從

概念上來說，也就是「公眾優先權」的官方話語已經產生了代際間的顯

著變化。但年齡卻無法預測傳媒具有「權力監督」功能，也可以說塑造

JCS26_FA02_15Oct2013.indd   92 16/10/13   2:21 PM



93

都市受眾的傳媒使用與傳媒功能認知

清廉政府的官方修辭，沒有在跨代之間產生明顯的效果，而受教育程

度卻對此項功能有負向的預測力，難怪近年來中國中央政府越來越強

調「加強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溫家寶，2011年3月5日）的重要性，

「這直接關係政權的鞏固」（溫家寶，2010年3月5日）。

傳媒功能認知

每一個個人對傳媒功能的認知，千差萬別，原因似乎也撲朔迷

離，但是當我們把他們的認知集合起來考慮的話，就不難找到其社會

原因，它們是人們的感知對外在政治環境適應性的能動反映。中國最

近三十年來快速且複雜的社會變遷，需要整個社會系統、機構乃至個

人對此作出反應與調適，因此在中國進行此類研究十分切合。

中國的大眾傳媒在經過長期的改革之後，通過廣告為主的途徑已

經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商業的金礦。同時，它們也需要處處小心謹慎以

免落入政治的流沙。這種潛在的滅頂之災，可能恰恰源於它們對統治

性話語的越軌。如今，針對大眾傳媒的政策（有官方背書）已經變化，

那就是傳媒生產和傳媒內容由傳統的硬銷式宣傳轉變為對公眾利益和

權力監督的強調，不過這種新型的軟銷傳播策略，亦是在權力機關的

嚴格監控之下進行的。

在社會環境、經濟政治因素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社會中，受眾個

人認知的傳媒功能，也是觀察傳媒機構轉型對個人認知影響的一個重

要角度。我們的數據顯示，受眾的認知可以分成三個面向，對傳媒持

「大眾喉舌」與「權力監督」功能認同者，我們姑且稱之為「主流認知

者」，即認同傳媒的政策和權力監督功能，並認為傳媒是為大眾代言

的，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他們的觀點切合了傳媒擅長歌頌的「中國式

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在另一方面，屬意大眾啟蒙和思想解放的

人們，現階段的傳媒則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對傳媒功能頗有微

詞，我們稱他們為「負面認知者」。然而這部分人在中國社會並非那些

真正的離經叛道者，只是反映出官方話語對這部分人的影響較弱，從

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社會的「犬儒化」現象（見胡平，1998）。這也同時

說明，官方與傳媒所希冀的受眾的共識的認同，還是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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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新聞

控制人口統計變量之後，傳媒使用與關注對認知的傳媒功能及其

影響效果方面，可以從傳媒功能認知的三個面向來進行比較。一般而

言，如果人們對新聞的關注，無論內容或傳媒形式都可以預測出受眾

對傳媒的認同，他們認同主流話語的觀點（主流認知）。而與此形成對

比的是，對傳媒的關注度是沒有辦法預測出受眾的「負面認知」的。後

者似乎對於新聞的關注熱情欠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與「黨的路線」一

致的受眾可能對新聞的需求感覺更強烈些，他們比「反對者」可能真的

更喜歡新聞；大量的後者實際上存在所謂去政治化的趨勢（參見Moody, 

2001）。然而西方主流的研究文獻卻顯示，閱讀弦外之音（替代認知）應

該與對報紙新聞關注和理解程度正相關（如 Fredin, Kosicki, ＆ Becker, 

1996）。在中國今天的情形為何有如此變化呢，則十分值得進一步的實

證研究來進行探討。未來的研究應該來檢驗這些受眾對新聞的精神上

的依賴和它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根源所在。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報紙的關注這個變量的預測力，要強於電

視的關注這個變量，這也呼應了大眾傳媒主流研究對這兩類傳媒功能

的界定。在對報紙國際新聞的關注的面向，它對受眾對傳媒持負面認

知具有較強的預測力，我們可以說對傳媒評價持負面態度的個人似乎

對於他們身處的社區以及國內新聞更加疏離，但他們更關注國際新

聞。為甚麼如此呢？我們可以指出四種可能性：1）傳媒功能的負面認

知者，他們對本地新聞、國內新聞比國際新聞的關注較少是因為他們

持有視野更開闊的世界觀； 2）他們對於地方事務的熟悉，乃至自認為

的對國內政治的熟悉，使得他們對本地新聞與全國新聞持有批判觀點

而較少關注傳統傳媒；3）他們比官方話語的追隨者更快地拋棄了建制

內的傳統傳媒而走向了新型的替代傳媒，如互聯網（Zhu ＆ He, 2002）；

4）如果我們從更大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來看，我們還注意到中國三十年

來的經濟改革並沒有使得人們放棄在字裏行間閱讀的習慣性衝動，這

種習慣正是來自於改革之前。現在所看到的這些替代認知者對新聞的

疏離，並不能斷言他們真正的新聞冷感，可能恰恰是長期以來的對言

外之意的深究，令他們對傳統傳媒中陳腐的官調產生了深深的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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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在系統層面的變遷，對於傳媒的生產、

內容和消費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迄今我們仍處於不知其所以然的

階段。即使在經過本研究之後，我們仍然感到更大的疑惑與未知感。

比如說，在研究中，我們簡單地排除了互聯網對受眾的傳媒認知的影

響。這樣做的後果，可能恰恰對研究結果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然而，

本研究存在的主要局限更在於對傳媒功能認知設計的幾個問題上，比

如說第二、第三因子的α值都低於 .70。更重要的是，在因子分析中我

們發現中國的受眾對傳媒功能的「負面認知」，本應該是揭示受眾傳媒

功能認知的規範性社會功能與傳媒實際表現評價之間差距的有力預測

變項，但由於測量問題設計中存在的某些缺陷，比如說人口變項、報

紙及電視關注等變項只能解釋「負面認知」3.43%的變異量，我們沒有

能夠精準地深入探討，這是本研究存在的最大遺憾。然而也正是這

樣，使得我們在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受眾對中國傳媒功能的認知的

分裂與變遷的實證研究，才剛剛拉開序幕。

註釋

1 根據2005年第六次中國人口普查數據，廣州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齡為
34.18歲（陳婉清。〈廣州市人口老齡化加快〉，《中國信息報》，上網日期：2008

年1月3日，取自：http://finance.stockstar.com/JL2008010300270317.shtml）。
2 性別變量，固然不是連續變量，但我們在此採用回歸分析的做法，將其視

為dummy variable，因此進行了皮爾森相關分析。
3. 教育程度變量，是否作為連續變量也一直存在爭議。我們在此採用相關研

究的一些做法（見Guo & Li, 2011; 羅文輝、張凱蒂、張寶芳，2007），將

其視為連續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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